刘连才诉章丘市民政局行政给付案
[裁判摘要] 革命烈士，是国家和人民的功臣，他们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事业牺牲了生命，应当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崇和铭记，其烈士遗属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优抚待遇。在我国建国初期，1951年牺牲人员已经被国家追认为烈士的前提下，60多年后，有关行政机关再作出取消烈士资格及取消烈士遗属待遇的决定，应当采取审慎负责的态度。否则，将严重损害烈士及烈士遗属在当期群众中的名誉及极大伤害烈士后人的情感。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民政部门作出的取消烈士资格及遗属待遇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亦应采取负责审慎的态度，既要参照烈士认定的相关法律规定，又要尊重当时的历史背景，尊重因行政机关的先前行为在当地群众和军人遗属的情感中，已经事实形成的浓厚“烈士”氛围和感情情结。如此，人民法院才能作出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和社会道德的公正判决，才能真正体现尊崇军人、尊崇烈士、优待烈士遗属、倡导社会正义的行政立法精神。
原告：刘连才，男， 194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章丘市高官寨镇徐寨村南大街10号。

委托代理人朱宝丽，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章丘市民政局，住所地章丘市明水街道办事处山泉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靖永礼，局长。

委托代理人韦大龙，章丘市民政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章丘市高官寨人民政府，住所地章丘市高官寨驻地。

法定代表人翟忠，镇长。

委托代理人李恒美，章丘市高官寨人民政府民政所所长。
原告刘连才不服被告章丘市民政局于2016年3月9日作出的不予认定刘希明同志烈士身份，并决定取消原告烈士子女生活补助待遇的处理意见，于2016年5月6日向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刘连才诉称：原告刘连才父亲刘希明，于1945年参加革命，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9年因负伤经治疗后牺牲。1951年5月被追认为烈士，追烈后由刘希明生前所在部队领导在乡村干部陪同下，给刘希明家属送来烈属光荣的匾额和革命军人家属证书。2013年10月至2014年6月，被告依法向原告发放了烈士子女生活补助费，2014年7月开始被告在没有作出任何正式处理决定，也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无故停发了该项补助费。2016年3月9日，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刘希明同志烈士身份并取消刘连才烈士子女生活补助待遇的行政行为。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严重违法并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不予认定刘希明同志烈士身份并取消原告烈士子女生活补助待遇的行为违法；2、责令被告恢复原告烈士子女生活补助待遇；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
被告章丘市民政局辩称：一、刘连才认定及取消烈士子女的过程。刘连才，男，1942年10月生，高官寨镇徐家寨村人，父亲刘希明，1922年7月生，1945年3月参加革命，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某野战军骑兵排长，1949年12月在家中病故，刘希明与刘连才系继父子亲属关系。2012年1月，国家民政部、财政部下发《关于给部分烈士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助的通知》（民发[2012]27号）规定：“自2011年7月1日起，对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18周岁前没有享受过定期抚恤金待遇且年满60周岁的烈士子女发放生活补助”。2013年8月，高官寨镇民政所上报刘连才烈士子女定期生活补助审核、审批表。2013年9月4日，优抚科工作人员因粗心大意，把关不严，错误的在审批表上盖了章，批准从2013年10月起刘连才享受烈士子女定期生活补助。2014年6月，我局优抚科在例行审查烈士子女档案中，发现刘连才提供的烈士身份依据是《革命军人家属证》（1951年5月颁发），证件明确注明“兹有刘希明同志在革命工作中积劳病故，其家属除依法给予抚恤外，特发此证以资纪念”，另外在《革命军人家属证》背面注意事项第一条也明确注明“此证只供病故革命军人工作人员及家属留存纪念，不得转让他人”；同时，工作人员又查阅了1981年版和1983年修改版的《章丘县革命烈士英名录》，1981年版英名录中记载是1951年追烈，在1983年修改版英第一页记载“各种报表记载病故人员编入”的人员中，有刘希明同志的名字，在第42页记载的刘希明同志基本信息中，备注栏先用铅笔文字注明“1951年5月追烈”，后用钢笔注明“病故应注销”。据我局老同志回忆，1983年修正版是1981年初次普查烈士信息后出现误差的一次全国性统一修正，同时为烈士家属更换烈士证明书。为此，我局依据《革命军人家属证》和1983年版的《章丘县革命烈士英名录》相关记载，认定刘希明同志不属烈士，刘连才同志的烈士子女身份自2014年7月1日起取消。2016年2月1日，高官寨民政所委托徐寨村支部书记走访了部分该村年老村民，了解刘希明同志父母情况，经他们回忆刘希明同志父亲大约于1966年前后去世，母亲大约于1970年前后去世，生前村里曾经作为烈属对待，例如刘希明父亲的丧事就是由村里办理的；2月15日，高官寨镇财政所工作人员查阅了镇政府往年发放遗属抚恤金的凭证，因为该镇财政所的帐簿最早到1991年，记帐凭证最早到2005年1月，所以并未查到刘希明父母领取遗属补助的原始记载。二、出现该问题的原因。建国以来，国家优待抚恤政策称的“三属”包括：革命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在农村，多数是革命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很少。1951年时国家刚刚建立不久，大多数人民群众对烈士和病故军人的身份认定不清楚、不了解，虽然刘希明同志病故后原所在部队派人前往家中协助处理善后事宜，但老百姓理解为刘希明同志是在战争年代参加革命，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虽然病逝在家中，但部队来了人，还发了证，就应该是烈士，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了这样一种认可。而在1981年国家普查烈士信息时，村委会也误以为刘希明同系革命烈士，就将其统计在内，但是1983年国家开始换发新式烈士证明书时，看到亲属所持有的《革命军人家属证》上注明是病故军人，随即进行了更正。综上所述，我局认为，刘希明同志死亡性质事实清楚，其父亲也没有领取过烈士遗属抚恤的相关记载，取消刘连才同志烈士子女待遇有理有据，出现误发刘连才烈士子女定期生活补助问题，既有基层传统认识的原因和高官寨镇民政所的责任，也有我局工作人员的责任，在此对因工作人员失误给刘连才同志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但是，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取消刘连才烈士子女定期生活补助待遇的决定是正确的，事实依据和政策依据是充分的，请求驳回原告刘连才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章丘市高官寨人民政府述称：2013年高官寨民政所按照上级要求对镇域内“自2011年7月1日起，对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18周岁前没有享受过定期抚恤金待遇且年满60周岁的烈士子女发放生活补助”人员进行摸排，为确保不漏人，我镇民政所工作人员到市民政局优抚科查询了《章丘县革命烈士英明录》，当时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在姓名栏内看到了刘希明同志的名字就为其上报了相关材料，没有看到备注栏内“病故应注销”的字样，造成了工作失误。2014年6月，市民政局优抚科在例行审查中发现错误后，我镇积极配合市局弥补工作失误，取消了其烈士子女待遇。
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刘连才，男，1942年10月生，高官寨镇徐家寨村人，父亲刘希明，1922年7月生，1945年3月参加革命，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某野战军骑兵排长，1949年12月在家中病故，刘希明与刘连才系继父子亲属关系。2013年8月，高官寨镇民政所上报刘连才烈士子女定期生活补助审核、审批表，2013年9月4日，被告通过审批，批准从2013年10月起刘连才享受烈士子女定期生活补助。2014年6月，章丘市民政局优抚科在例行审查烈士子女档案中，发现刘连才提供的烈士身份依据是《革命军人家属证》。依据《革命军人家属证》和《章丘县革命烈士英名录》1983年版的相关记载，章丘市民政局认定刘希明同志不属烈士，刘连才同志的烈士子女身份自2014年7月1日起取消。刘连才不服上述被告章丘市民政局作出的上述认定意见，提起本次诉讼。
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1950年《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病故革命军人不得称烈士，其家属亦不得称烈属，只由所在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填发病故革命军人证明书，并由其原籍县（市）人民政府凭证按下列规定发给一次抚恤粮……”。从该规定看出，病故革命军人家属不得称为烈属。据此，1983年山东省章丘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中对刘希明“1951年5月追烈  病故应注销”记载并无不当。2012年民政部、财政部《关于给部分烈士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助的通知》明确要求是烈士子女，本案中原告之父刘希明追认烈士被注销，原告刘连才不再是烈士子女，被告据此纠正错误，取消原告的烈士子女生活补助待遇并无不当。原告主张原告之父刘希明为烈士，原告应当享受烈士子女生活补助待遇于法无据，应予驳回。

据此，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连才要求确认被告章丘市民政局不予认定刘希明同志烈士身份，取消原告烈士子女生活补助待遇的行为违法并要求恢复原告烈士子女生活补助待遇的诉讼请求。
刘连才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被上诉人章丘市民政局的行为没有法定证据，属于严重违法，应予撤销。《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日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提交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法定期间内既没有提交答辩状，也没有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应当视为没有证据，原审法院应当撤销。二、被上诉人章丘市民政局无权注销刘希明烈士的身份。1、“革命军人家属证”是刘希明烈士的权威性证明文件。根据政务院《1950年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列》第三条规定，革命军人因参战、公干牺牲军的称烈士，其家属称烈属，由其所在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填具《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发至原籍县（市）人民政府换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第四条规定，病故革命军人不得称烈士，其家属亦不得称烈属，只由所在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填发《病故革命军人证明书》，而刘希明去世后，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了《革命军人家属证》，而不是“病故革命军人证明书”，可见刘希明是作为烈士对待的。2、被上诉人以《革命军人家属证》注明的“兹有刘希明同志在革命工作中积劳病故”为由不予认可刘希明烈士身份并不能成立。政务院1950年《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列》第八条明确规定：“病故革命军人对革命有特殊功绩或工作历史在八年以上因积劳病故者，经其所在机关、部队申请，师以上政治机关批准，其家属得享受本条例第三条规定之褒恤。”可见，积劳病故不是否认刘希明烈士身份的理由，恰恰是认定其实烈士的原因之一。1951年5月颁发的《革命军人家属证》也与《山东省章丘县革命英烈名列》中注明的1951年5月追烈的内容相对应。3、根据国家烈士褒奖政策的规定，非经审批机关，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注销、收回。革命烈士的批准机关是所在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可见，章丘市民政局根本无权作出不予认定刘希明同志烈士身份并取消刘连才烈士子女生活补助待遇的决定。三、被上诉人章丘市民政局程序严重违法。被上诉人在2014年7月没有作出任何正式处理决定，也未告知原告任何理由、依据和行为内容的情况下无故停发了上诉人烈士子女生活补助费，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四、被上诉人章丘市民政局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1950年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列》是1950年12月11日真实公布实施的，根据“法溯既往”的原则，该条例应当是对1950年12月11日之后的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行为进行认定，并不能适用之前发生的行为。上诉人的《革命军人家属证》是1950年5月经刘希明所在部队认定颁发的（注：经查实，是1951年5月由原章历县人民政府颁发）。被上诉人以12月颁布的1950年《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列》为依据取消刘希明的烈士称号，明显适用法律错误。2、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原审法院在参考《1950年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列》时亦应适用第8条的规定，却错误的适用了第4条与事实不符的条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五、被上诉人章丘市民政局和原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和对应当采信的证据没有采信的错误。1、原审判决对应当采信的证据没有采信。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2、5、6号证据的内容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证言的形式和内容均合法，原审法院没有采信是错误的。2、原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问题。刘希明去世后，由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了《革命军人家属证》，而不是1950年《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列》规定的“病故革命军人证明书”，可见刘希明是作为烈士对待的。此外，在1983年章丘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中，以手写的方式注“病故应予注销”，既没有标注人的姓名，也没有标注的时间或者公章。3、被上诉人在一审的答辩多处与事实不符：（1）2016年2月，高官寨镇民政所委托徐寨村支部书记走访该村年老村民的事实根本不存在；（2）民政局称未查询到1991年至2005年发放抚恤金的原始记录，因刘希明的父母早在80年之前均已病故，所以抚恤金早就停发了。（3）被上诉人的答辩中还存在“一传十、十传百”等若干不负责任的推断。六、被上诉人章丘市民政局的行为违反了信赖保护原则。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发放了2013年10月至2014年6月的烈士子女生活补助费，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行为已经形成了信赖利益，被上诉人发放烈士子女生活补助待遇系基于对刘希明烈士身份的确认，被上诉人仅以其工作人员工作疏忽为由随意停止对上诉人补助金的发放，行为违法。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章丘市民政局不予认定刘希明同志烈士身份并取消原告烈士子女生活补助待遇的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3、责令被上诉人章丘市民政局恢复烈士子女生活补助；4、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章丘市民政局负担。
被上诉人章丘市民政局答辩意见同一审意见。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查明：刘希明1945年参加革命，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任战士、班长、某野战军骑兵排长，战争期间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1949年12月由部队野战医院转回家后不久即死亡。1951年5月，由原章历县人民政府为刘希明家属颁发了革命军人家属证，证载“病故”。1981年版《章丘县革命烈士英名录》备注栏中，记载“1951.5追烈”。1983年《章丘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修改本）仍然记载“1951.5追烈”，但用钢笔标注“病故，应注销”。目前，上诉人能够证明刘希明“烈士”身份的证据是村委会及村里3位80岁以上的老人的证人证言，证明1951年部队及乡村干部为刘希明父母送来了“革命军人家属证”及“烈属光荣”的牌匾（牌匾现已失）。村委会另证明，彼时，当地中小学校每年还组织祭扫刘希明革命烈士墓，被上诉人亦承认1966年刘希明父亲去世时，村里按照烈属的待遇由村里为其办理的后事。几十年来，在上诉人家属及当地干群中已经形成了浓厚的“烈士”情结。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行政给付是一种授益性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在收回权益或者作出对行政相对人有其他重大应影响的处理决定时，应当依法履行相应的程序。1983年《章丘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修改本）在“刘希明”一栏中用钢笔标注“病故，应注销”。被上诉人注销刘希明的“烈士”身份，并没有向其利害关系人予以说明。被上诉人依据2012年民政部、财政部下发的《关于给部分烈士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助的通知》，并根据上诉人的申请，为上诉人发放了2013年10月至2014年6月烈士子女生活补助费。2014年7月开始，被上诉人在事先没有做出任何正式处理决定，也未告知上诉人缘由的情况下停发了该项补助费，违反了法定程序，也侵害了上诉人的信赖利益。被上诉人未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且未向人民法院提交延期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规定，视为没有证据。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

据此，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章丘市人民法院（2016）鲁0181行初27号行政判决；二、判令被上诉人章丘市民政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为上诉人刘连才发放从2014年7月起的烈士子女生活补助费。
案例报送单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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